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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1990—2020年陕西省延安市土地利用结构时空偏移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进行分

析,为该区生态恢复工程的有效实施及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利用延安市1990—2020
年7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基于信息熵和偏移份额模型探讨了该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

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变化。[结果]①1990—2020年延安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由1.14Nat降至

0.99Nat,土地利用结构有序性增强,均质性降低。②1990—2020年延安市建设用地、林地、水域属增长性

结构。延安市北部为建设用地、林地、水域的竞争优势区,中部地区周围是草地的优势区,南部地区耕地竞

争优势显著。③1990—2020年延安市ESV由23.75亿元增至31.45亿元,ESV增长率呈“北高南低”特征。
[结论]建设用地、林地、水域是延安市土地利用增长的根源,且ESV增长率和土地利用结构竞争偏移整体

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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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andtemporalshiftsinlandusestructureandchangesinecosystemservice
valuesinYan’anCityofShaanxiProvincefrom1990to2020wereanalyz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
referencesforthe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regionalecologicalrestorationprojectsandthedesignationof
policies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Methods]ThelandusedataofYan’anCityobtainedfromtheinterpretation
ofsevenperiodsofremotesensingimagesfrom1990to2020wereusedtoexplorethechangesinlanduse
structureandthechangesinecosystemservicevalue(ESV)inthestudyareabasedoninformationentropy
andoffsetsharemodels.[Results]① TheinformationentropyoflandusestructureinYan’anCityfrom
1990to2020decreasedfrom1.14Natto0.99Nat,andtheorderoflandusestructureincreasedwhile
homogeneitydecreased.②From1990to2020,theconstructionland,forestlandandwaterareainYan’an
Citywerethegrowthstructures.InthenorthernpartofYan’anCity,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construction



land,forestlandandwaterareawereobvious.Inthecentralarea,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grassland
wasobvious.Andinthesouthernarea,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arablelandwasobvious.From1990to
2020,theESVofYan’anCityincreasedfrom2.375billionyuanto3.145billionyuan,andthegrowthrateof
ESVwascharacterizedby“highinthenorthandlowinthesouth”.[Conclusion]Constructionland,forest
landandwaterareaarethecausesoflandusegrowthinYan’anCity,andtheESVgrowthrateisconsistent
withthecompetitivedeviationoflandusestructure.
Keywords:landusestructure;informationentropy;offsetsharemodel;ecologicalservicevalue;Yan’anCity

  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系统反馈于人类的重要资

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1-3]。
土地利用是人类对土地自然属性的利用方式和状况,
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是建立在对土地利用的基

础上[4]。同时土地利用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方面起

着决定性作用,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衡量的核

心[5]。近年来,探讨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效应及其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已成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

热点[6-7]。但当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土地利用的数量

变化方面[8-10],对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影响考虑仍需

进一步探索。
土地利用结构演变是区域生态管理及土地利用

优化研究的重点[11],美国数学家香农提出了信息熵

的概念。将其引入城市用地结构的研究中,能够反映

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有序性和均质性。此后,信息熵

作为判定城市土地利用系统有序程度及其演化方向

的关键指标被引入不同尺度、不同类型城市土地利用

结构演变研究中并推广开来[12-13]。偏移份额可以弥

补信息熵只能从全局视角表示土地利用结构均匀度

和有序度而不能表示单一功能性用地的变化及各子

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差异的缺陷[14-15],作为西方区域经

济学中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较具代表性的方法之一,
最早由美国学者Dunn等提出。该模型将区域自身

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份额量(NS)、结
构性偏移量(IM)与竞争性偏移量(RS),以此探究区

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可行路径。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

城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等

领域[16-17]。本研究引入该模型探究延安市土地利用

结构的结构变化,以延安市总体土地利用情况为参照

体系,对一定时间范围内延安市土地利用或单一功能

性用地总量变化情况进行分解,根据份额量、结构性

偏移量和竞争性偏移量来考究区域土地利用空间配

置差异。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面,Costanza
等[2]提出的评估体系,系统地计算了全球生物圈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是迄今为止被使用的最为广

泛的体系,掀起ESV评估研究的热潮。当量因子法

与具有直观、易于使用且所需数据少,使其在区域和

全球范围被广泛使用[18]。我国学者谢高地等[19]依

据中国生态系统的实际情况改进了ESV系数,制定

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以来,陕北地区地表覆盖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尺度、转换性变化[20]。学者们

从流域、地形地貌区、格网等进行多尺度探讨[21-22],但
前人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学者们重点关注引起的土

地利用数量变化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对县域尺度上

土地利用结构的偏移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研究较

少。因此,本文以延安市为研究区,基于信息熵和偏

移份额模型量化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和地域分异特

征及ESV变化,以期为区域生态恢复工程的有效实

施及因地制宜指定政策提出科学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延安市位于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中南部,介于

35°21'—37°31'N,107°41'—110°31'E,下辖宝塔区、
安塞区、延长县、延川县、子长县、志丹县、吴旗县、甘
泉县、富县、洛川县、宜川县、黄龙县、黄陵县13个区

县,总面积约3.70×104km2。延安市属内陆半干旱

气候,四季分明,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

地区[23]。1999年以来,延安市实施退耕还林等国家

林业重点工程,截止2020年延安市退耕还林政策兑

现面积为1.29×105hm2,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显

著,为探究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变化提供了平台。

1.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以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和

2020年为7个研究时间节点,通过地理空间数据云

网站(http:∥www.gscloud.cn/),1990—2010年为

Landsat5遥感图像,2015—2020年为Landsat8遥

感图像。空间分辨率为30m×30m,图像镶嵌后研

究区范围内含云量小于1%,图像时间以各对应年份

7—9月为主(因遥感图像更新周期影响,2020年遥感

图像时间为3—5月)。对时相不一致数据进行分景

处理。最后分别对每层、每区和每景图像进行训练样

本的选择和监督分类,以此达到理想的土地利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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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基于ENVI遥感数字图像处理软件平台,对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位置及其在遥感图像上的特

征,以及不同样地的地表覆盖特征等进行了调查。采

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vectormachine,SVM)监督

分类方法,根据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

T21010-2017)》将延安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建设

用地、水域、耕地、未利用地、林地及草地6大类。采

用随机分层采样的方法设计随机点与类别涉及的像

元数成比例,结合辅助资料和相关数据,进行人工目

视判别,利用混淆矩阵法进行精度分析,kappa检验

精度达到90%以上。

1.3 研究方法

1.3.1 信息熵 信息熵是衡量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类

型的有序程度、均匀程度和集中程度,综合反映一定

时期区域内各种土地的转换水平以及动态变化[13]。
计算公式为:

    Pi=
Si

S=
Si

∑Si
(1)

    H=-∑(PilnPi) (2)
式中:Pi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占该区域土地

总面积的比例;H 表示信息熵;S 为区域土地总面

积;n 为土地利用类型数;Si(i=1,2,…,n)为各种

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土地利用结构均衡度和优势度描述了土地利用

类型之间面积大小的差异,计算公式为:

  J=
H

Hmax
=

H
lnn=-

∑(PIlnPi)
lnn

(3)

       I=1-J (4)
式中:J 为土地利用结构均衡度;I 表示土地利用结

构优势度。

1.3.2 偏移—份额分析法 按照偏移—份额分析法

的基本原理,以延安市土地利用情况为参照系,根据

份额量、结构性偏移量和竞争性偏移量来考究区域土

地利用空间配置差异[12-13]。
份额量是各子区域自研究初以来以R 速率发展

所能增长的量,它是全局和均等视野下区域发展差异

的反映。计算公式为:

   NSij=x0
ij·R (5)

   R=
∑
S

i=1
∑
M

j=1
xt

ij( )-∑
S

i=1
∑
M

j=1
x0

ij( )

∑
S

i=1
∑
M

j=1
x0

ij( )

(6)

式中:NSij表示份额量;R 表示参照区域总用地面积

的平均增长速度;x0
ij为基期子区域j 第i类建设用

地面积(i=1,2,…,S;j=1,2,…,M);xt
ij为该

变量t时间后的值。

结构性偏移量反映各子区域某类功能性用地是

否处于增长优势。计算公式为:

   IMij=x0
ij(Ri-R) (7)

   Ri=
∑
M

j=1
xt

ij( )-∑
M

j=1
x0

ij( )

∑
M

j=1
x0

ij( )

(8)

式中:IMij表示结构性偏移量;Ri表示参照区i类用

地的平均增长速度。
竞争性偏移量能够比较任一区域某类功能性用

地和其他区域同类用地相比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计

算公式为:

   RSij=x0
ij(Rij-Ri) (9)

   Rij=
xt

ij-x0
ij

x0
ij

(10)

式中:RSij表示竞争性偏移量;Rij表示j 子区域的i
类型用地的实际增长速度。

1.3.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1)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校正。借鉴

谢高地提出的全国尺度价值当量换算法,由于生态系

统生物量的区域差异,气候生产力是影响区域生物量

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用延安的

气候生产力与全国平均气候生产力比值来构建研究

区域的区域差异系数Sk。计算公式为:

Sk=
NPPk

NPP
(11)

式中:NPPk为延安地区的平均气候生产力;NPP为

全国平均气候生产力。其中气候生产力以 Miami模

型估算,计算公式为:

  NPPT=3000/(1+e1.315-0.119T) (12)

  NPPR=3000×(1-e-0.000664R) (13)

  NPPP=min{NPPT,NPPR} (14)
式中:T 为年平均气温;R 为年降水量;NPPT 为以

年平均气温计算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R为以年

降水量计算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P 为计算区域

的气候生产力。
根据1990—2020年延安市以及全国的平均气温

和年降水量。计算延安地区差异性系数(Sk)为0.91,延
安市1个ESV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为406.29元/hm2。
本研究生态系统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

和建设用地6类,其中前5种分别对应“中国陆地

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当量表”中的农田、森林、
草地、水域及荒漠[19]。综合参考前人研究建设用

地单位面积价值当量,计算可得(表1)。水域单位

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其次为林地,建设用地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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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延安地区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元/hm2

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耕 地 林 地 草 地 未利用地 水 域 建设用地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406.29 134.07 174.70 8.13 215.33 113.76
原材料生产 158.45 1210.74 146.26 16.25 142.20 121.89

气体调节 0.52 1755.16 609.43 24.38 207.21 0.00

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 394.10 1653.59 633.81 52.82 836.95 0.00
水文调节 312.84 1661.72 617.56 28.44 7626.02 -2173.64
废物处理 564.74 698.81 536.30 105.63 6033.37 -999.47

支持服务
保持水土 597.24 1633.28 910.08 69.07 166.58 8.13
维持生物多样性 414.41 1832.36 759.76 162.52 1393.57 138.14

文化服务 提供美学景观 69.07 845.08 353.47 97.51 1803.92 487.55
总 计  2917.66 11424.81 4741.38 564.74 18425.15 -2303.65

  (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计算公式为:

   ESV=∑
n

i
Ak·Ea·Sk (15)

式中:Ea 为全国1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

经济价值;ESV为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元);

i为土地类型;n=6;Ak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

积(hm2)。
(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变化。生态系统服务

变化指数(ecologicalserviceschangeindex,ESCI)表
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24],可表示生态系统服

务的相对增益或减损。计算公式为:

   ESCI=
ESVcur-ESVhis

ESVhis
(16)

式中:ESCI表 示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变 化 指 数;

ESVhis,ESVcur分别对应的是始末状态下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延安市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值演变特征

1990—2020年延安市整体土地利用结构信息

熵、均衡度呈下降趋势,优势度与之相反(表2),即
延安市的土地利用结构有序性增强,均质性降低,
优势土地利用主导作用增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

熵最高值出现在1990年和2000年(1.14nat),最低

值出现在2010年(0.96nat)。其中,1990—2000年

延安市土地利用信息熵处于基本稳定期,无大幅度

波动;2000—2010年延安市土 地 利 用 信 息 熵 大 幅

度下降,其值从1.14nat下降至0.96nat,变化幅度

为-15.8%,达到30年来变化幅度最大值;2010—

2020年,延安市土地利用信息熵从0.96nat微增至

0.99nat。

表2 延安市1990-2020年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均衡度和优势度变化量

区 域
1990—2000年

信息熵 均衡度 优势度

2000—2010年

信息熵 均衡度 优势度

2010—2020年

信息熵 均衡度 优势度

1990—2020年

信息熵 均衡度 优势度

延安市 0.00 0.00 0.00 -0.18 -0.10 0.10 0.03 0.02 -0.02 -0.15 -0.08 0.08
子长县 -0.22 -0.12 0.12 0.24 0.14 -0.14 0.07 0.04 -0.04 0.09 0.05 -0.05
吴起县 -0.09 -0.05 0.05 0.29 0.16 -0.16 -0.05 -0.03 0.03 0.14 0.08 -0.08
安塞区 -0.12 -0.07 0.07 0.15 0.08 -0.08 0.10 0.06 -0.06 0.13 0.07 -0.07
志丹县 -0.06 -0.04 0.04 0.01 0.00 0.00 0.01 0.00 0.00 0.01 0.00 0.00
延川县 -0.24 -0.14 0.14 0.25 0.14 -0.14 0.07 0.04 -0.04 0.08 0.05 -0.05
宝塔区 -0.02 -0.01 0.01 -0.09 -0.05 0.05 0.03 0.01 -0.01 -0.09 -0.05 0.05
延长县 -0.15 -0.09 0.09 0.12 0.06 -0.06 0.00 0.00 0.00 -0.04 -0.02 0.02
甘泉县 0.05 0.03 -0.03 -0.13 -0.07 0.07 -0.06 -0.04 0.04 -0.13 -0.07 0.07
宜川县 0.00 0.00 0.00 -0.27 -0.15 0.15 0.05 0.03 -0.03 -0.21 -0.12 0.12
富 县 -0.05 -0.03 0.03 -0.34 -0.19 0.19 0.15 0.08 -0.08 -0.23 -0.13 0.13
洛川县 -0.08 -0.05 0.05 -0.10 -0.06 0.06 0.11 0.06 -0.06 -0.07 -0.04 0.04
黄龙县 -0.42 -0.23 0.23 -0.01 -0.01 0.01 -0.03 -0.02 0.02 -0.46 -0.26 0.26
黄陵县 -0.32 -0.18 0.18 -0.20 -0.11 0.11 0.09 0.05 -0.05 -0.43 -0.24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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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县不同时期信息熵变化各异。1990—2020
年信息熵变化表现为“北增南降”,延安市偏北部子

长、吴旗、安塞、志丹、延川地区土地利用结构有序性

降低,其余区域信息熵降低,土地利用结构朝有序发

展;1990—2000年除甘泉、宜川县其余区域信息熵变

化皆为负值,土地利用结构有序性增加;2000—2010
年,信息熵变化幅度最大,此时期熵值变化为总体

1990—2020年熵值变化的主要来源,为“北增南降”,
延安偏北部子长、吴旗、安塞、志丹、延川土地利用结

构有序性降低,其余区域信息熵降低;2010—2020年,
除吴旗、甘泉县,其他区域信息熵微增,土地利用结构

趋向无序。

2.2 延安市土地利用结构性偏移量演变特征

1990—2020,1990—2000,2000—2010,2010—

2020年延安市土地利用的增长率分别为0.028%,

0.034%,-0.001%和-0.005%,全市各类土地均按

这个速度增长即为该类土地利用类型的份额量,份额

量是全局视野下区域发展差异的反映。基于公式

(5)—(10)计算得延安市土地利用结构性偏移量

(表3)、土地利用竞争偏移量(表4)。

表3 研究区1990-2020年土地利用结构性偏移量

地 区
土地利用偏移量

建设用地 林 地 水 域 耕 地 未利用地 草 地

子长县 16.63 170.34 1.18 -823.38 0.00 -178.16
吴起县 20.67 121.32 5.36-1109.64 0.00 -356.31
安塞县 53.11 182.81 2.58 -924.62 0.34 -241.48
志丹县 13.28 458.44 4.70 -998.37 0.08 -307.25
延川县 22.70 168.93 8.19 -661.76 0.00 -139.60
宝塔区 92.18 869.60 3.86 -998.66 1.07 -177.74
延长县 11.38 281.50 9.60 -698.27 0.00 -174.99
甘泉县 58.98 1100.12 4.14 -423.73 0.00 -57.99
宜川县 24.97 1014.13 4.93 -459.61 0.00 -172.51
富 县 132.51 2221.87 10.78 -441.27 0.00 -115.57
洛川县 182.90 471.29 3.51 -492.33 0.00 -85.96
黄龙县 25.98 1601.59 0.20 -234.67 0.00 -72.09
黄陵县 79.47 1188.14 4.95 -228.23 0.00 -76.13

不同时段内子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偏移一致,结构

性偏移量反映各地区某类功能性用地是否处于增长

优势,总体来看,1990—2020年建设用地、林地、水域

结构性偏移量值为正,表明其增长率超过延安土地利

用的增长率,属增长性结构,是延安土地利用增长的根

源。耕地、草地结构性偏移量值为负,说明其增长率低

于延安土地利用增长率,属衰减性结构。延安市增长

性结构用地类型从衰退型结构中吸纳了10650.29km2

的新增用地,耕地、草地分别占贡献量的79.8%和

20.2%,此贡献在增长性结构的分配大多集中于林

地,占比92.5%。不同时段林地、耕地、草地结构偏移

有所差异,1990—2000年林地、耕地结构偏移为负,为
衰减结构,草地则属增长性结构;2000—2010年为林

地增长期,耕地、草地衰减期,林地增长幅度在宝塔

区、甘泉、宜川、富县、洛川、黄龙、黄陵表现更为突出;

2010—2020年林地、耕地为增长性结构,草地呈衰减

态势。建设用地大幅度增长、水域微增、未利用地无

显著波动。

表4 研究区1990-2020年土地利用竞争性偏移量

地 区
土地利用偏移量

建设用地 林 地 水 域 耕 地 未利用地 草 地

子长县 43.68 688.35 3.58 -100.63 0.00 177.74
吴起县 44.42 1994.57 17.17 -83.51 0.00 -656.32
安塞县 27.86 966.60 1.50 -49.98 -0.94 -19.30
志丹县 37.74 832.87 8.70 13.18 -0.22 -65.79
延川县 68.51 150.55 -7.43 -32.83 0.00 422.06
宝塔区 49.20 -40.33 -4.82 -96.40 1.14 313.67
延长县 50.86 -64.15 -3.23 -2.89 0.00 592.85
甘泉县 -28.79 -840.71 -4.05 20.21 0.00 170.92
宜川县 12.24 -272.53 1.48 57.84 0.00 -211.85
富 县 -106.82 2222.64 -6.21 118.16 0.00 -155.22
洛川县 -150.93 -51.18 -2.14 130.10 0.00 -6.30
黄龙县 -11.63-1041.36 1.80 5.49 0.00 -276.16
黄陵县 -36.34 -662.15 -6.36 21.25 0.00 -286.31

不同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竞争偏移有明显差异

(表4),竞争性偏移量能够比较任一区域某类功能性

用地和其他区域同类用地相比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1990—2020年建设用地竞争偏移在延安中部及北部

为正,在延安南部甘泉、宜川、富县、洛川、黄龙、黄陵

县为负,表明在延安中部及北部建设用地竞争优势显

著,建设用地呈扩张趋势,南部6县建设用地呈缩减

趋势;林地竞争偏移量在延安北部包括子长、吴旗、安
塞、志丹、延川以及富县为正,呈扩张趋势,其他区县

值为负,林地缩减;水域竞争偏移在北部子长、吴旗、
安塞、志丹以及宜川和黄龙两县为正,此区域水域扩

张,其他区县水域缩减;耕地竞争偏移量在北部及中

部宝塔区、延长县为负,耕地急剧缩减,中南部甘泉、
宜川、富县、洛川、黄龙、黄陵耕地相对扩张;未利用竞

争偏移量稳定,无明显变化;草地竞争偏移值在延安

北部吴旗、安塞、志丹三县以及南部宜川、富县、洛川、
黄龙、黄陵为负,草地挤出效应严重,呈缩减趋势,子
长县及中部延川、延长、甘泉县、宝塔区草地增长处于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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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0年,延安南部宜川、富县、洛川、黄龙、
黄陵地区林地增长竞争优势大,其余各县林地增长处

于劣势,耕地增长在吴旗、延川、延长、宜川突出,其余

各县耕地增长无竞争优势,延安北部子长、吴旗、安
塞、志丹及宝塔区、甘泉、富县草地增长优势显著;

2000—2010年,延安北部、中部子长、吴旗、安塞、志
丹、延川、延长、宝塔林地增长快速,南部各区县林地

增长无优势,耕地在延安南部甘泉、宜川、富县、洛川、
黄龙、黄陵表现出增长优势,草地在市区附近延川、延
长、宝塔、甘泉增长显著;2010—2020年林地增长优势

依旧体现在北部子长、吴旗、安塞、志丹及市区宝塔,
耕地在北部子长、吴旗、安塞、志丹及南部富县、洛川、

黄龙、黄陵优势增长,延川、延长及南部富县、宜川、洛
川、黄陵草地优势增长。

2.3 土地利用结构偏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延安地区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和

2020年总 ESV 分别为23.75,22.28,23.79,28.68,

31.50,29.25和31.45亿元,EVS总体呈增长趋势,

30a间共增长7.7亿元。从空间上来看,1990—2020
年各区县ESV的平均值(图1),整体表现为南高北低

的特征,富县 ESV 均值最高,为39.02亿元,延川

ESV为最低值,为10.35亿元。延安市各子区域变化

率呈现“北高南低”特征,即延安北部区域受退耕还林

还草政策影响更大,ESV增长迅速。

图1 研究区1990-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值(ESV)及变化率(ESCI)分布

  根据延安市各区县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结构性偏

移量(表3)可知,各区县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结构性

偏移量正负一致,即所有子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增

减趋势一致。因此1990—2020年导致延安市各区县

ESV变化率差异的是延安各子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与其他区域同类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变化快慢。
即工程实施前后各子区域ESV变化率与延安市土地

利用竞争性偏移量相呼应(表4)。
吴旗县林地、水域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区县同类用

地优势突出,根据延安地区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

数(表1),林地、水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占总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比例分别为32%和52%,占比

较高,导致吴旗县ESCI最高;志丹、安塞、子长与吴旗

类似、以林地、水域增长见长,其值略低于吴旗,故
ESCI次之。

延川县ESCI变化在于林地、草地增长率贡献,
延安市区,即宝塔区ESCI值在未利用地和草地的贡

献,1990—2020正值当地经济快速发展期,市中心地

区未利用地大量开发,此地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

于绿化需求较高,其草地增长率较其他区域更为显

著,宜川水域增长较为优势,耕地减少缓慢,是其

ESCI的主要来源,洛川县建设用地增加缓慢、耕地减

少率最低,故其ESCI较为可观。
延长县草地增长最快,与此同时其建设用地增长

也最为迅猛,故ESCI较低,黄龙、黄陵两县因其本身

基数高,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率低,故ESCI低;甘泉

虽草地增长较高,林地、水域增长率最低,是其ESCI
最低的主要原因,富县林地、草地增长较高,因其基数

高,导致变化率低,即ESCI低。

3 讨论和结论

3.1 讨 论

1990—2020年延安市土地利用信息熵值不断变

化,整体变现为:平稳—调整—微调。土地利用信息

熵的时间变化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影响明显。其中

1990—2000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尚未实施,因此该

时间段内信息熵值稳定,土地利用结构相似。2000—

2010年,土地利用信息熵值急剧下降,土地利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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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性增加。2013年延安市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
逐步将全市剩余25°全部退耕还林,因政策微调整,土
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此时随之波动,截止到2020年,随
着生态建设的稳步推进,其土地利用信息熵稍降将,
趋于平稳。1990—2020年偏移—份额模型计算结果

表明,在政策主导下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主要为林地—
耕地—草地利用变化的结果,林地为增长性结构,耕
地和草地为衰减性结构;各子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程度对比而言,延安北部区域林地扩张,耕地、草地被

挤出,延安中部草地扩张,林地、耕地被挤出,延安南

部耕地扩张,林地、草地被挤出。
退耕还林以来,延安市土地利用转变规模巨大、

时间迅速,增加了地表植被覆盖,有效提升了延安地

区ESV,且 为 延 安 地 区 ESV 增 长 的 主 要 贡 献 来

源[20,25]。本研究发现延安北部地区林地增长率居高,
中部地区草地增长率居高,南部地区耕地减少缓慢,
表现出地域差异,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整体效果显著,
生态用地显著增加,生态系统服务表现明显增长

趋势。
本文研究仍存在局限,首先本文分析了土地利用

偏移份额和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但局限于土地利用偏

移份额计算尺度的影响,本文对两者的关系仅是定性

的表征,没有直接采用数据揭示两者的定量关系,后
续研究中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加强。其次,不同方法模

型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计算存在差异,本文采用谢

高地等人的计算方法,虽然进行了本地化处理,但评

价结果受方法限制。后续可以采用其他生态系统服

务计算模型进行对比。最后,本文对土地利用偏移和

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研究是基于县级尺度展开的,缺
乏多尺度对比分析及讨论,多尺度空间分异性归因研

究是当前地理学研究重点,后期可以尝试进行多尺度

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研究。

3.2 结 论

(1)延安市研究期内土地利用结构有序性增强,
均质性降低,优势土地的主导型作用增强。信息熵时

空差异显著;1990—2020年北部地区土地利用有序

性下降,南部相反,1990—2000年,土地利用结构有

序性增加,2000—2010年信息熵变化幅度最大,与

1990—2020年熵值变化空间分布一致,2010—2020年

土地利用结构趋于稳定。
(2)总体而言,建设用地、林地、水域是延安市土

地利用增长的根源。1990—2000年林地、耕地为衰

减结构,草地则属增长性结构,2000—2010年为林地

增长期,耕地、草地衰减期,2010—2020年林地、耕地

为增长性结构,草地呈衰减态势。研究期间延安北部

为建设用地、林地、水域的竞争优势区,延安中部市区

周围是草地的优势区,延安南部耕地竞争优势显著,

1990—2000年,延 安 南 部 林 地 增 长 竞 争 优 势 大,

2000—2010年,延安北部、中部林地增长快速,耕地

在南部表现出增长优势,2010—2020年林地增长优

势依旧体现在北部,耕地在北部及南部优势增长,草
地在南部增长显示出显著优势。

(3)延安地区1990—2020年EVS总体呈增长

趋势,30a间共增长7.7亿元,各子区域ESV总值均

有增加,但空间分异差异显著,总体呈 “南高北低”格
局,增长幅度呈“北高南低”特征,与延安市土地利用

竞争偏移量表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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